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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及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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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人口预测方法估算中国“十四五”期间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并总结了其中的四大重要

“转变”。人口规模变动呈现“四降三升”态势，人口总量保持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加快，年均死亡人口规

模继续提升，但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育龄期女性人口、年均出生人口继续下降; 从人口结构变动来

说，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由“底部”驱动转为

“顶部”驱动主导，人口抚养比保持低位，但性别比失衡的问题正向适婚年龄段传导。人口结构出现的重

大“转变”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婚育观念

的交织、劳动力的“质”“量”转变。为应对中国人口变动，提出必须从生育权利、养老保障、经济转型、社
会体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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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世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风云变幻，由于“疫情”防控不利，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

展中国家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这将对国际经贸、全球

化、政治秩序等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十四五”时期的

社会经济发展也将面临复杂而艰巨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人们的生产、
生活、消费正逐步恢复，社会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另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发展动能、保障民

生、环境治理保护、缩小区域差距等方面仍然存在困难和问题。“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起步期，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期，是经济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

的转折期，是社会从“全面小康”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提升期。
人口态势的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中国人口态势正在发生重

大转变。一方面，虽然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增速却在不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 5‰
以下; 人口老龄化仍然在不断加深，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 10% ;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

整，妇女生育率经历短暂回升后下降，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 1. 5 ( 甚至更低) ;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和规模继续下降。另一方面，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规模庞大且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

力群体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

发展保持韧性的秘诀，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人口发展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环境等密不可分，只有把握人口变

动趋势，才能为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为此，本文将利用人口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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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人口分析技术，阐述“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人口变动，并总结其中的重大“转变”，为相关政策

实施提供参考。

一、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人口变动

本研究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并依托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历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分年龄人口数、生育、死亡等相关参数进行调整，采用队列要素预测法，所

使用软件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 PADIS-INT 在线人口预测系统。
从生育方面来说，影响人口变动的另外 2 个因素分别是死亡和迁移，国际迁移的规模相对于中

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忽略不计，人口死亡水平的发展预期较为稳定，因此，生育水平成为左右人

口变动最重要的因素。生育指标的数据在学术界存在争议较大，有以下 2 个方面原因: ( 1) 历史上

生育限制政策的执行非常严格，导致官方统计中存在大量出生漏报现象，漏报率的高低成为学者争

论的焦点; ( 2) 受近几年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各年份的生育水平波动较大，使得趋势把握存在难

度。持生育率悲观论的研究学者认为，多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对生育率的估算具有权威性、
稳定性和一致性，说明生育率确实已经降至较低水平( 郝娟等［1］，2011; 郭志刚［2］，2011) ，2000 年第

五次人口普查、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22、1. 18 和 1. 05，也呈下降趋势。持生育率乐观论的研究学者认为，由于政策干扰和心理因素，

越是官方调查越容易出现出生瞒报或人口漏报等问题，依据相关调查直接计算出的生育率指标不

能代表真实生育水平，应该进行调整。
调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 2 类: ( 1) 利用当期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的年龄结构数据，来回推

过去年份的生育指标，朱勤［3］( 2012 )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2000—2009 年的总和生育率

大约为 1. 48，赵梦晗［4］( 2015)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妇女人口数和生育模式推

算，这 10 年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 6 左右，王金营等［5］( 2013 ) 通过年龄移算法估算人口漏报情

况，并对出生人口和育龄妇女人口重新估算，得出 2010 年总和生育率至少为 1. 52。( 2 ) 利用其他

来源数据( 如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教育部学生学籍数据) 的年龄性别信息，估算之前年份的生育

指标。杨凡等［6］结合人口普查、教育统计和户籍登记 3 个不同来源数据，得出 2000 年以来的总和

生育率最低为 1. 6，陈卫等［7］也利用这 3 个来源的数据，计算出 2000 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 5 左

右，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 1. 7 左右。翟振武等［8］( 2015) 利用 2015 年 5 ～ 7 岁户籍人口数据推

算出 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66、1. 66 和 1. 63。因此，综合以上专家的

研究结果，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 1. 5 ～ 1. 7。
但是，对于 2010 年之后生育水平估算的研究较少，陈卫等［9］( 2019 ) 利用 2017 年全国生育

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得出 2007—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为 1. 6 左右，其中 2008 年、2012 年、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超过 1. 7，而 2013 年和 2015 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 1. 6。由于中

国生育限制的松动和妇幼保健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住院分娩率已经达到 99% 以上，出生人口

的统计便越来越接近真实水平。2010 年以来的出生人口数据波动很大，总体上呈现前期缓慢上

升，后期快速下降的过程趋势( 详见图 1 ) 。根据出生人口进行回溯发现，2011—2015 年总和生

育率均超过 1. 6，2016 年和 2017 年的总和生育率则超过 1. 7，但随着“政策红利”的释放，2018
年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至 1. 5，2019 年再次降至 1. 45 左右。综合这些变动趋势，本文将设置 3
个生育率的情景方案，低方案认为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至 1. 4，中方案认为随着生育政策继续放

宽，总和生育率将回调至 2015 年之前的水平( 约为 1. 6 左右) ，高方案认为中国可能出台鼓励生

育的政策，使得总和生育率回升至 1. 8 左右。生育模式采用的是 201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估算

的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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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9 年全国出生人口数变动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0—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死亡方面来说，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2019 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77. 3 岁，比 2015 年的 76. 34 岁延长了 1 岁①。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可参照联合国 2019 年版

《世界人口展望》中关于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估计，死亡模式采用联合国模型生命表远东

模式。
从人口基数来说，分年龄的人口数以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为基础，并依据王金

营等［5］( 2013) 对低年龄人口的漏报率估计来进行调整，同时依据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及其之

后的人口抽样调查公布的大年龄段人口比例数据进行调整。根据人口预测结果，下文将从人口规

模和人口结构 2 个方面阐述“十四五”期间及中长期的我国人口变动特征。
( 一) 人口规模

按照“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即在生育政策继续宽松，生育意愿有所回升的情况下，“十四五”时

期，中国的总人口规模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从 2020 年的 14. 02 亿增长至 2025 年的 14. 24 亿，5 年间

增长 2 200 万，增幅比“十三五”期间( 2 500 万) 有所减少。中国总人口增长的态势将维持至 2030
年，达到人口峰值 14. 31 亿，但人口增幅将继续缩减( 详见表 1) 。

但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口规模变动特征不一。0 ～ 14 周岁儿童的规模在“十三五”期间仍然保

持增长，5 年间增长大约 1 900 万，但到“十四五”期间，儿童规模将减少 800 万，从 2020 年的 2. 49
亿减少至 2025 年的 2. 41 亿，到“十九五”期末的 2050 年将减少至 1. 8 亿。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

人口规模从 2013 年便开始减少，“十三五”期间减少了 1 200 万，“十四五”将继续减少 300 万，规模

减少的幅度和速度放缓，到 2050 年，这一群体的规模将缩减至 8. 24 亿。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规模将加速增长，“十三五”期间增长了 1 200 万，“十四五”将继续增加 2 700 万，由 2021 年的 1. 7
亿增长至 2025 年的 1. 97 亿，到 2050 年将增长至 3. 64 亿，比现在的规模翻一番( 详见表 1) 。

出生人口规模和死亡人口规模变动体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的状况。“十三五”期间正值生育政

策调整的生育高峰期，平均每年的出生人口达到 1 618 万。当二胎补偿性生育的累积释放完毕，

“十四五”时期的年均出生人口将降至 1 486 万。出生人口的减少与育龄期妇女规模的下降有关，

2025 年 15 ～ 49 岁女性人口的规模比 2020 年减少了 3 200 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每年

死亡人口数呈现增长态势，由“十三五”期间的年均死亡 986 万人增长至“十四五”期间的年均死亡

1 044 万人。由此可知，按照相对乐观的生育率估计，中国出生人口的规模在近 10 年仍然高于死亡

人口的规模，使得总人口得以保持增长的态势。但是，大约到 2030 年、2031 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

口的规模将持平在 1 200 万左右，人口趋近“0”增长。

91
① 数据来自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 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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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6—2050 年全国人口规模变动

时间段 年份
总人口 /

亿

0 ～ 14 岁 /
亿

15 ～ 64 岁 /
亿

65 岁及

以上 /亿
15 ～ 49 岁

女性 /亿
出生人口 /

万

死亡人口 /
万

2016 13. 83 2. 30 10. 03 1. 50 3. 58 1 786 980

2017 13. 90 2. 33 9. 98 1. 58 3. 53 1 723 988

“十三五” 2018 13. 95 2. 35 9. 94 1. 67 3. 44 1 523 995

2019 14. 00 2. 35 9. 89 1. 76 3. 45 1 465 1 000

2020 14. 02 2. 49 9. 91 1. 62 3. 40 1 591 966

2021 14. 08 2. 49 9. 89 1. 70 3. 35 1 556 991

2022 14. 13 2. 47 9. 88 1. 77 3. 30 1 521 1 017

“十四五” 2023 14. 17 2. 46 9. 87 1. 84 3. 25 1 486 1 043

2024 14. 21 2. 43 9. 87 1. 90 3. 21 1 451 1 070

2025 14. 24 2. 41 9. 86 1. 97 3. 18 1 418 1 097

2026 14. 27 2. 38 9. 85 2. 04 3. 15 1 385 1 124

2027 14. 29 2. 34 9. 82 2. 12 3. 12 1 356 1 153

“十五五” 2028 14. 30 2. 30 9. 80 2. 20 3. 11 1 329 1 181

2029 14. 31 2. 26 9. 76 2. 29 3. 10 1 306 1 209

2030 14. 31 2. 22 9. 72 2. 38 3. 09 1 287 1 239

2031 14. 31 2. 17 9. 66 2. 48 3. 08 1 272 1 268

2032 14. 31 2. 13 9. 60 2. 58 3. 06 1 260 1 298

“十六五” 2033 14. 30 2. 08 9. 53 2. 69 3. 05 1 252 1 328

2034 14. 29 2. 04 9. 44 2. 81 3. 04 1 247 1 358

2035 14. 28 2. 01 9. 35 2. 92 3. 01 1 244 1 388

2036 14. 26 1. 98 9. 25 3. 02 2. 98 1 243 1 418

2037 14. 24 1. 95 9. 16 3. 12 2. 93 1 242 1 448

“十七五” 2038 14. 21 1. 93 9. 06 3. 22 2. 88 1 242 1 477

2039 14. 19 1. 91 8. 97 3. 31 2. 82 1 242 1 504

2040 14. 16 1. 89 8. 88 3. 38 2. 76 1 240 1 531

2041 14. 12 1. 88 8. 81 3. 44 2. 71 1 237 1 557

2042 14. 09 1. 87 8. 74 3. 48 2. 67 1 233 1 582

“十八五” 2043 14. 05 1. 86 8. 68 3. 52 2. 64 1 227 1 607

2044 14. 01 1. 85 8. 62 3. 54 2. 61 1 220 1 630

2045 13. 96 1. 84 8. 57 3. 55 2. 59 1 210 1 652

2046 13. 91 1. 83 8. 51 3. 57 2. 56 1 198 1 675

2047 13. 86 1. 83 8. 45 3. 58 2. 54 1 185 1 696

“十九五” 2048 13. 80 1. 82 8. 39 3. 60 2. 52 1 170 1 716

2049 13. 75 1. 81 8. 32 3. 61 2. 50 1 153 1 733

2050 13. 68 1. 80 8. 24 3. 64 2. 48 1 136 1 751

数据来源: 2016—2019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2050 年数据为本文“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

( 二)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一般意义上是指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两者与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密切相

关。从“三段式”分年龄的人口比例数据看，0 ～ 14 岁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上升转向下降，

儿童比例在“十三五”期间上升了 1. 27 个百分点，在“十四五”期间将下降 0. 88 个百分点。15 ～ 6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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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继续呈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这一指标下降了 3. 3 个百分点，“十四五”
期间将下降 1. 44 个百分点，降幅缩小。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称为“老龄化系数”，这

一指标在“十三五”期间上升了 1. 1 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上升 2. 3 个百分点( 详见表 2) 。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转变。“人口老龄化”指一个人口总体中的中老年人口

表 2 2016—2050 年全国人口结构变动 %

时间段 年份
0 ～ 14 岁

占比

15 ～ 64 岁

占比

65 岁及

以上占比
总抚养比

20 ～ 30 岁

性别比

30 ～ 40 岁

性别比

2016 16. 52 73. 01 10. 47 36. 97 106. 01 102. 49

2017 16. 64 72. 51 10. 85 37. 91 107. 16 102. 12

“十三五” 2018 16. 80 71. 82 11. 39 39. 25 108. 50 101. 88

2019 16. 86 71. 20 11. 94 40. 44 110. 05 105. 60

2020 16. 78 70. 65 12. 57 41. 54 110. 77 105. 80

2021 17. 79 70. 69 11. 52 41. 46 111. 50 106. 07

2022 17. 66 70. 28 12. 06 42. 29 112. 18 106. 40

“十四五” 2023 17. 51 69. 94 12. 55 42. 98 112. 77 106. 80

2024 17. 33 69. 68 12. 99 43. 52 113. 25 107. 26

2025 17. 13 69. 46 13. 41 43. 96 113. 64 107. 76

2026 16. 91 69. 25 13. 84 44. 40 114. 00 108. 26

2027 16. 66 69. 02 14. 32 44. 89 114. 38 108. 80

“十五五” 2028 16. 39 68. 77 14. 84 45. 41 114. 77 109. 38

2029 16. 11 68. 51 15. 38 45. 97 115. 15 110. 04

2030 15. 81 68. 22 15. 97 46. 58 115. 48 110. 76

2031 15. 50 67. 89 16. 61 47. 30 115. 73 111. 49

2032 15. 19 67. 51 17. 30 48. 13 115. 89 112. 17

“十六五” 2033 14. 87 67. 08 18. 04 49. 07 115. 95 112. 77

2034 14. 57 66. 60 18. 83 50. 15 115. 93 113. 25

2035 14. 31 66. 06 19. 64 51. 39 115. 80 113. 64

2036 14. 08 65. 48 20. 44 52. 73 115. 58 114. 00

2037 13. 89 64. 90 21. 21 54. 08 115. 35 114. 39

“十七五” 2038 13. 72 64. 34 21. 94 55. 43 115. 08 114. 78

2039 13. 58 63. 78 22. 65 56. 80 114. 72 115. 16

2040 13. 46 63. 24 23. 30 58. 12 114. 27 115. 49

2041 13. 37 62. 76 23. 87 59. 33 113. 81 115. 74

2042 13. 30 62. 36 24. 35 60. 37 113. 38 115. 90

“十八五” 2043 13. 25 62. 02 24. 73 61. 24 112. 96 115. 96

2044 13. 21 61. 76 25. 03 61. 92 112. 56 115. 94

2045 13. 19 61. 55 25. 26 62. 47 112. 19 115. 81

2046 13. 19 61. 36 25. 46 62. 98 111. 85 115. 59

2047 13. 18 61. 16 25. 66 63. 51 111. 56 115. 36

“十九五” 2048 13. 18 60. 96 25. 86 64. 05 111. 23 115. 09

2049 13. 18 60. 76 26. 06 64. 57 110. 86 114. 73

2050 13. 17 60. 55 26. 29 65. 16 110. 58 114. 28

数据来源: 2016—2019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2050 年数据为本文“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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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不断增加，或是少年儿童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减少的渐进过程。这一界定也反映了人口老

龄化的两种驱动力，前者是“顶部老龄化”，后者是“底部老龄化”。人口转变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人

口老龄化，在前半阶段，生育率下降导致少年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便相对上升了，这被称为

“底部老龄化”，即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的底部缩减带来的老龄化，随着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人

口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老年人口增加明显主导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人口老龄化的驱动力便转

变为“顶部老龄化”，即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的顶部扩张带来的老龄化。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

进程一直同时存在两种驱动力，但“顶部老龄化”将越来越成为主导驱动力。
人口抚养比反映了“人口红利”的变动状况。“人口红利期”是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有利

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大，劳动力供应充足，人口抚

养比较低。“人口红利期”之所以能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条件，在于人口负担轻( 即儿童和老人相

对较少) 使得社会保障支出少，社会财富累积较快，储蓄率高转化为投资率高，加速经济增长。一

般来说，把人口总抚养比低于 50%的阶段称之为“人口红利期”。1990 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下降

至 50%以下，开启了“人口红利期”。“十三五”时期，总人口抚养比平均为 40%，“十四五”时期将

上升至 43%左右，中国仍然处于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根据本文的人口预测中方案，到

2034 年，总人口抚养比将上升至 50. 15%，“人口红利期”结束。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困扰中国多年的人口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生物特征，一个人口的出生

性别比一般为 103 ～ 107( 即 103 ～ 107 个男婴对应 100 个女婴) 。由于传统文化一直存在“男孩偏

好”，再加上生育数量的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终止妊娠技术的普及，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从偏高

到严重偏高。从 1990 年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出正常范围，达到 111，1994 年以来，出生人口性

别比始终在 115 以上，2004 年达到最高峰 121。2009 年被认为是出生性别比下降的拐点，2013 年

下降到 117. 6，2019 年下降至 110. 1，但依然高于正常水平( 详见图 2)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

会使适婚年龄段的男女比例失调，造成男性婚姻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妇女被拐卖、婚姻诈骗、家庭不

稳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

图 2 1953—2025 年全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变动

数据来源: 1953—2015 年的数据来自历年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

的数据汇总资料，2019 年的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

2025 年数据为作者估算结果。

到“十四五”时期，出生性别比将进一步下降至 110 以下，接近正常范围。但是，二三十年前的

出生性别比问题正在当下转化为社会问题。从 20 ～ 30 岁、30 ～ 40 岁的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看，婚

姻挤压问题可能进一步加剧。根据本文人口预测的结果，适婚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将持续上升。
20 ～ 30 岁人口性别比由“十三五”期初的 106 上升至期末的 111，并继续上升至“十四五”期末的

113，直至“十六五”期中的 2033 年达到峰值 116; 30 ～ 40 岁人口的性别比则由“十三五”期初的 102
上升至期末的 105，且继续上升至“十四五”期末的 107，直至 2043 年达到峰值 116。这也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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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开始，我国因婚姻挤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贯穿整个 21 世纪上半叶，受婚姻匹配的梯次结

构影响，农村大龄男性青年的婚姻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二、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口的重要“转变”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人口发展趋势的改变对经济发展、体制建设、社会文化、科技发展

等方面均有深远影响，本文将分析“十四五”时期人口的重要“转变”。
( 一) 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将在 2025—2030 年迎来人口负增长( 林宝［10］，2020) 。根据本文的人口

预测结果，在低方案情况下，中国总人口将于 2027 年达到峰值 14. 14 亿; 在中方案情况下，中国总

人口将于 2031 年达到峰值 14. 31 亿; 在高方案情况下，中国总人口将于 2035 年达到峰值 14. 55
亿。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参数假定存在不同的预测结果，由于大多数人口预测都没有考虑人口的国

际迁移，使得这成为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最悲观的预测显示，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在 2025
年接近 0，此后开始人口负增长。我国 2019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 3. 4‰①，这意味着人口

负增长将不再遥远。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转变速度快。大多数国家经历的人口转变可以分为 2 种

模式，根据人口转变的周期长短和相关指标变动的快慢来划分，第一种是经典的“西欧模式”，以德

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其人口转变开始早、节奏慢、经历周期长，转变过程持续 50 年甚至上百

年时间; 第二种是“二战”以来显现于亚洲诸国的“东亚模式”，其人口转变晚、节奏快、周期短，以日

本和中国尤其明显。由于人口转变的模式不同，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风险也有差异，对于人口转变较

慢的欧洲发达国家，社会应对的回旋余地更充足，往往在完成人口转变近半个世纪后才开始人口负

增长［11］( 陶涛等，2020) 。中国与日本的人口发展趋势更为接近，日本已经有连续 11 年的人口负增

长经历，加上较为严格的国际人口迁入政策，人口负增长态势短期难以扭转。因此，中国必须为快

速进入人口负增长作好准备( 详见图 3 ～ 4) 。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大［12］( 张现苓等，2020) 。2010 年，第六次人口

图 3 2020—2050 年全国人口规模变动状况

数据来源: 本文的人口预测结果，图 4 数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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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0—2050 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状况

普查的数据显示，8%的县级单位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的现象，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 黑

龙江、辽宁) 、东部地区( 江苏、浙江) 、北部地区( 内蒙古) 和西部地区( 四川) ，这些地区均有 10 个

以上的县级单位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为负的现象。不仅如此，由于叠加了人口迁移的因素，实际的

常住人口减少的区域更广泛。中国的流动人口约为 2. 4 亿，大多数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往东部、
南部发达地区，这使得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面临更高的人口负增长风险。由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

普查数据对比分析，27% 的市域单位出现人口负增长，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中部地区( 湖北、安

徽、河南和湖南) 和西部地区( 重庆、四川、贵州、甘肃) 。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迁移因素相叠加，使

得欠发达地区面临更大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公共财政支出都将造成不利影响。
( 二) 老龄化进程加快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当一个国家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超过 10%，或者 65 岁及

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超过 7%，则认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 当这两个指标翻倍，即一个

国家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20%，或者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14%，则认为该国进入“老龄”社会。按照这一划分，中国已经于 200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本

文人口预测“中方案”结果为计，中国将于 2026 年进入“老龄”社会，届时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

到 20. 76%。
由于中国人口转变节奏快、周期短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相应较快，并且将在“十四五”

期间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从 2020 年的年增长 800 万，到 2029 年的年增

长 1 300 万( 详见图 5) ;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也由 2020 年的年增长 0. 49 个百分点，到

2029 年的年增长 0. 91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呈现周期性的特点，

当前老年人口的增长与 60 年前出生人口的变化紧密相关。自 1949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 3 次明显

的生育高峰，第一次是 1950—1958 年，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人们迎来了难得的安居乐业环境，生

产和生活得以极大恢复，人口出生率升至 35‰以上，每年出生人口超过 2 000 万。第二次生育高峰

是 1962—1973 年，比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更多，持续时间更长，仅 1963 年的出生人口就高

达 2 900 万。此后的 1980 年代，前两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口逐渐进入育龄期，使得人口出生率出

现一次小高峰( 详见图 6) 。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突然加速为经济转型和社会体制完善带来更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首先会

带来养老金支出的明显增长。近年来，由于青年人口大量外流，已经有一些区域出现养老金入不敷

出的现象，使得养老金累积结余不断减少，如黑龙江、辽宁、河北、吉林、内蒙古、湖北、青海等省、自
治区，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实施了养老金全国统筹，并加大了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险金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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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20—2050 年全国 60 岁以上人口的规模、比例的增幅变动

数据来源: 本文人口预测的中方案结果，图 7 同此数据来源。

图 6 1949—2015 年全国中国人口出生率变动

数据来源:《2016 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同时，随着社会保险覆盖面的扩大，社会保险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经济下行风险的加大阻碍了

公共财政补贴的增长，“扩面红利”也消耗殆尽。今后，中国必须为更广泛地区的养老金困局作好

准备。除此之外，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也会挑战社会福利体制的完善，养老、医疗和照料等方面

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 三) 婚育和家庭模式的转变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的是人口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演变规

律，几乎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人口转变。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西北欧的生育率下

降到更替水平并继续下降［13］( 蒋耒文，2002) ，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人口静止状态并不一

致，于是，便产生了第二次人口转变。西方国家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生育率在

更替水平以下继续下降，部分国家甚至下降到超低生育率。《世界人口前景》数据显示，1995—
2000 年西欧的奥地利、德国、瑞士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 1. 39、1. 35 和 1. 48，北欧的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 1. 33、1. 17 和 1. 47。第二，非婚生育的比例不断提高，人们

不再把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条件，这使得家庭结构变得复杂，家庭生命周期也相应改变，事实上，稳

固的婚姻关系更有利于做出生育子女的决定。欧盟统计局 2018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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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婴儿出生在没有婚姻的家庭，其中法国的非婚生子率高达 59. 7%。第三，婚姻

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婚、离婚和非婚同居变得普遍。女性越来越在职业、社会生活方面展现独

立，推迟结婚或不婚成为许多不愿意被家庭束缚年轻人的选择，同时离婚、非婚同居也变得越来越

普遍，且受法律认可和保护［14］( 吴帆等，2013) 。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人口即将开启负增长时代，人口变动特征与西方的第二次

人口转变有类似之处，但在有关婚姻、家庭、生育的思想观念领域，却与西方国家存在显著不同，表

现出现代和传统交织的特征。
从婚姻方面说，中国人口的离婚率、初婚年龄、同居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利用 2010 年人口普查

数据计算，1970 年代出生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为 22 岁左右，1980 年代出生女性的初婚年龄中位

数上升至 23 ～ 24 岁; 1970 年代出生男性的初婚年龄中位数为 23 岁左右，1980 年代出生男性的初

婚年龄中位数上升至 24 ～ 25 岁。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婚前同居现象变得普遍且被接

受，1980 年代出生的被调查者中，约 1 /4 有过婚前同居的经历，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部分欧洲国

家［15］( 於嘉等，2019) 。不同的是，走进婚姻依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中国的离婚率和不婚率

与西方国家相比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从生育方面说，中国人口的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也在不断下降。1962—2012 年，中国

妇女的初育平均年龄由 22 岁推迟至 25. 8 岁，大约每 12 年推迟 1 岁［16］( 杨舸，2019) 。如果排除生

育限制的影响，根据生育意愿计算出来的理想型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传统

观念对生育的影响仍然较大，非婚生育的现象比较罕见，不育家庭的比例也不超过 1%，生育对于

婚姻依然意义重大。
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出发，中国的后人口转变很可能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意味着，

中国陷入极低生育率的风险将下降，一旦生育环境变得更加友好，人们的生育水平依然有回调的可

能性。
( 四) 劳动力结构的双重变动

“十四五”期间，中国劳动力结构将出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变动趋势。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数

量先于总人口开始负增长的进程，15 ～ 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 2012 年开始下降，由最初年均

减少 200 多万，到“十四五”时期，15 ～ 59 岁人口规模年均减少 348 万。根据本文人口预测的中方

案情况，20 ～ 49 岁的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和 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分别由 2020 年的 6. 25 亿

和 10. 07 亿下降至 2025 年的 5. 84 亿和 10. 01 亿，中青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十四五”时期年均

将减少超过 800 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比例由 2020 年的 71. 8%下降到 70. 3%，20 ～ 49 岁的中青年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将由 2020 年

的 44. 6%下降到 41. 0% ( 详见图 7) 。
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将明显增长。本文根据人口预测结果，结合过去新增劳动力

的受教育结构变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变化等因素，对未来劳动力的受教育结构进行了估算。结果

可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结构将显著改善，在“十四五”期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

力比例将由 2020 年的 21. 67%上升至 27. 06%，平均每年上升超过 1 个百分点( 详见表 3) ，这一比

例到 2050 年将达到 62. 16%。同时，仅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将由 55. 3%下降至 2025
年的 46. 7%，2050 年将下降至 9. 1%。未来，中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

动力。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数量的萎缩使得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

受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而失去竞争力。然而，以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基因、
量子信息等新兴科技为主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将完全颠覆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智

能化设备的升级替代了大量人工岗位，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化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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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急需人力资本的升级。中国劳动力素质结构的转变，正好迎合了

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成为科技兴国的重要基石。

图 7 2019—2050 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变动

表 3 2020—2050 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结构变动 %

年份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本 研究生 大专及以上

2020 1. 93 13. 09 40. 16 23. 14 10. 47 10. 21 0. 98 21. 67

2025 1. 35 10. 06 35. 32 26. 22 12. 66 13. 18 1. 22 27. 06

2030 0. 99 7. 46 29. 61 28. 57 15. 46 16. 51 1. 41 33. 37

2035 0. 66 4. 58 23. 77 30. 30 18. 67 20. 39 1. 63 40. 69

2040 0. 44 2. 55 17. 82 30. 87 22. 00 24. 48 1. 84 48. 32

2045 0. 30 1. 41 12. 92 30. 13 25. 06 28. 18 1. 98 55. 23

2050 0. 21 0. 69 8. 16 28. 79 28. 26 31. 82 2. 08 62. 16

数据来源: 依据本文人口预测中方案的结果和相关教育数据估算得出。

三、思考和建议

“十四五”时期，中国的人口发展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人口规模变

动来看，总人口依然保持增长态势，但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少年儿童人口由增加转为减少，老年

人口增长速度将加快，育龄期妇女规模和每年出生人口规模下降，死亡人口规模继续提升; 从人口

结构变动来说，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双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

的驱动因素由“底部”转向“顶部”主导，人口抚养比仍然较低，但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越

来越突出。“十四五”将出现几个重大人口“转变”: 10 年内将迎来人口负增长; 老龄化进程进入加

快通道; 婚育观念引导第二次人口转变; 劳动力结构出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变动。
未来 10 年将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重要转变的时期，人口数量带来的规模优势依然存在，对资

源、环境产生的压力也未消除，人口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人力资本积累也在高速发展。为了最大

可能消除人口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需要为此做出前瞻性的战略储备。
( 一) 保障生育权利

尽管本文设定了 3 个人口预测方案，但根据 2018 年、2019 年的出生人口估算，中国的总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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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率已经下降到 1. 5 以下，人口变动趋势很可能最接近低方案的结果，这意味着，如果不在生育政

策上继续作出改变，2027 年人口负增长就会到来，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因此，有必

要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首先，应该将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和妇女，解决“想生”但“不能

生”的问题，从法律层面消除对多生和非婚生育的偏见; 其次，要多层次支持生育和抚育，解决“能

生”但“不想生”的问题，从婚育假期、生育津贴、儿童照料等多方位减少家庭生育成本和负担。只

有提高生育水平，才能缓解人口结构过快变动带来的“措手不及”的局面。
( 二) 拥抱科技革命

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其他社会问题的前提，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拥抱科技革命、
提升产业层次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必然选择。新技术应用减少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依赖，能

弥补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短缺。第四次科技革命为老龄化社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新技术能提

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供给下降背景下保持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最佳方式。我们必须要与人口老

龄化赶进度，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不断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让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引导国家竞争力

的全面提升。
( 三) 完善老龄保障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无法扭转，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的老年收入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关键。近年来，中国的全民保险计划使得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保障水平依然偏低，

社会财富的积累、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将挑战未来养老保险制度，必须探索出一套多层次养老保障体

制，从多渠道保障养老基金的收入增长。继续扩大基础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养老保险的全国统

筹，提高其他保障基金的统筹层次。除此之外，还需要由政府牵头，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共同参

与，从监管制度、科技创新、文化友好等多领域推动养老服务业和养老产品的发展和繁荣。
( 四) 破除体制壁垒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已经是必然趋势，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开启，劳动力供给总量将

进一步减少，劳动参与率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出现下滑。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劳动

力需求结构将发生较大调整，使得劳动力的结构性供需矛盾持续存在。有必要从破除体制机制的

角度出发，提升劳动参与率，确保劳动力优化配置。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构建科学合

理的人才制度，破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消除人才合理流动的壁垒，调动用人主体和人才本身的积

极性和能动性，实现劳动力人才的最优化配置; 另一方面，要构建灵活的退休制度，拓宽失业人员和

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渠道，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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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pulation Changes and Major Transi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YANG Ge
(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28，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the population chang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his paper predicts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al chang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and summarizes the four transitions． The total population keeps increasing，the growth
rat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ccelerates，and the average annual death population continues to
increase，but the working age population，children，female populatio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average annual birth continue to dec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e，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and working age population both decreases，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continues to increase，and the driving of population aging change from bottom to top，the
dependency ratio remains low， but the imbalance of gender ratio is transmitted to the
marriageable age group． The major transition of population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ncluding the coming negative growth of population，the
acceleration of aging process，the interweaving of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concepts，and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changes of labor force． In order to cope with population changes，strategic
measures must be carried out from reproductive rights， pension secur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system．
Key words: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change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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